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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退耕草地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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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揭示黄土丘陵区退耕草地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的关系，对系统评价草地群落恢复潜力和水土保持效益具

有重要意义。以黄土丘陵区５个退耕年限（５ａ，１０ａ，１５ａ，２０ａ，３０ａ）草地群落为对象，通过照相法、群落调查和刈割法

测定了草地群落盖度、物种组成和地上生物量。结果表明：群落高度、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物种丰

富度和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随退耕年限增加总体呈增加趋势，不

同退耕年限草地群落间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无显著差异。退耕２０ａ群落的植物密度、高度和单位盖度地上生物

量值均最低，盖度和地上生物量与退耕１５ａ相比显著下降。各退耕年限草地群落优势种分别为：５ａ是狗尾草（Ｓｅｔａｒ－
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和达乌里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１０ａ和１５ａ是达乌里胡枝子和铁杆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２０ａ
是铁杆蒿和菊叶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ｔａｎａｃｅｔｉｆｏｌｉａ），３０ａ为长芒草（Ｓｔｉｐａ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当草地群落盖度低于８４．６％时，

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呈极显著线性正相关关系，当盖度大于８４．６％后，群落盖度不随地上生物量增加而变化。群落盖

度８４．６％和地上生物量２８５．１７ｇ／ｍ２可作为黄土丘陵区退耕草地植被恢复评价和调控措施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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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植被在陆地
表面的能量交换、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水文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１］。在大范围、区域性的生态恢复和建
设中，植被是防治水土流失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半干
旱黄土丘陵区是黄土高原典型的生态脆弱区，自

１９９９年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以来，该区植被覆盖
度明显增加，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２－３］。群落盖度提供了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
程相关的重要信息，其在土壤侵蚀预测与治理［４－５］，生
态系统的养分和能量循环［６］、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估
算［７－９］等方面具有重要指示作用，已成为退化群落监
测和评价必不可少的指标。群落结构具有垂直和水
平两个维度，而目前的投影盖度很难准确反映群落垂
直结构特征，在评价和分析草地群落功能方面存在一
定局限性。群落盖度是群落水平维度重要的结构特
征指标［１０］，群落高度是垂直维度重要的结构特征指
标，二者结合能很好地反映植被对光能资源的利用能
力，地上生物量则是植被光能利用能力的集中体现。
不同植物种间的共存与竞争使群落发生次生演替，优
势种往往控制着群落演替的速度和方向［１１］。

退耕草地为黄土丘陵区实施退耕还林草政策后

的主要植被类型，掌握退耕草地群落物种变化及初级
生产力状况，对构建有效的防护草地群落、选择促进
恢复调控的措施，来进一步提高草地水土保持效益具
有重要意义。目前，针对退耕草地的研究很多，包括
演替过程中植被形态、数量变化，物种多样性变化，植
被—水分 循 环 关 系，植 被—土 壤 养 分 迁 移 规 律
等［１２－１７］，但对植被盖度、物种组成与地上生物量间相
互关系尚不多见。本研究选取黄土丘陵区不同退耕
年限草地群落，通过比较群落盖度、物种组成与地上
生物量特征，揭示草地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及物种
构成的关系，以期为评价该区退耕草地恢复特征，以
及确定较为明确的草地效益评价和调控措施的参考

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１０８°５′４４″—

１０９°２６′１８″Ｅ，３６°３０′４５″—３７°１９′０３″Ｎ），是典型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区，年均降水量

５１０ｍｍ，年均温８．９℃，日照时数２　３５２～２　５７３ｈ，年
均无霜期１６０ｄ。该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境内沟壑
纵横，平均海拔１　３７１．９ｍ，土壤类型以黄土母质上发
育的黄绵土为主。植被地带分区为暖温带森林草原
区。常见植被类型有以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和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为主的人工林；灌
丛主要有柠条（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和沙棘（Ｈｉｐ－
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等人工林灌丛以及封禁后形成
的杠柳（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　ｓｅｐｉｕｍ）、虎榛子（Ｏｓｔｒｙｏｐｓｉｓ　ｄａ－
ｖｉｄｉａｎａ）和狼牙刺（Ｓｏｐｈｏｒａ　ｄａｖｉｄｄｉ）、互叶醉鱼草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ｏｌｉａ）等天然灌丛；草地主要为铁
杆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长芒草 （Ｓｔｉｐａ　ｂｕｎ－
ｇｅａｎａ）、达乌里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白羊
草（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茭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ｉ－
ｒａｌｄｉｉ）等组成的退耕草地。

１．２　样地设置
样地布设在安塞区沿河湾镇纸坊沟流域和陕西

安塞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山地试

验场。依据立地调查与居民走访，选择人为扰动较少
且立地条件相似，退耕年限分别为５ａ，１０ａ，１５ａ，２０ａ
和３０ａ的草地群落为研究对象。每个群落设置一个样
地，各样地基本信息见表１。在２０１７年６—９月，在每一
个样地内，每月中旬随机选取４个１．０ｍ ×１．０ｍ的
样方，进行群落调查。

１．３　群落调查
主要包括群落物种组成、群落总盖度与分种盖

度、群落地上生物量。

１．３．１　物种组成　通过识别、记录样方中所有植物
种类和数量。对未能现场确定的植物，将其采集后带
回实验室，查阅资料后确认。

１．３．２　群落平均高度　在样方中随机选取一种植物
的三株个体，用卷尺自植株基部垂直量至植物自然直
立状态的冠层最高点，即为该植株的高度［１２］。取３
个高度作为该种植物的平均高度，以多度为权重加权
平均求得群落平均高度。

１．３．３　分种盖度　采用固定支架，在样方正上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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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ｍ处，先用数码相机（Ｃａｎｏｎ　ＰｏｗｅｒＳｈｏｔＧ７Ｘ）对
样方进行垂直拍照，获得样方总盖度［１８］。随后，齐地
刈割一个物种后，再拍照获取剩余的群落（或物种）总
盖度，以此类推，直至将最后一种植物物种刈割后，对

裸地进行拍照（图１）。

１．３．４　地上生物量　分种盖度测定过程中，将刈割
采集的每个植物种分别装袋、标记后带回实验室，置
于７５℃烘箱中烘４８ｈ至恒重（ｇ／ｍ２）后称重［４］。

表１　各退耕草地群落样地基本情况

退耕

年限
经纬度 坡向

坡度／

（°）
海拔／

ｍ
优势种 其他物种

５
１０９°１４′３２″Ｅ

３６°４４′３２″Ｎ
Ｅ　 ２２　 １２７２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达乌里胡枝子

蒙古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苦苣（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
ｅｒａｃｅｕｓ）、香青兰（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ｍｏｌｄａｖｉｃａ）

１０
１０９°１４′５６″Ｅ

３６°４４′４１″Ｎ
Ｓ　 １２　 １１６８ 达乌里胡枝子、铁杆蒿 白羊草、鹅观草（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　ｋａｍｏｊｉ）、菊叶委陵菜

１５
１０９°１４′４５″Ｅ

３６°４４′４４″Ｎ
Ｎ　 ２３　 １２５２ 铁杆蒿、达乌里胡枝子 长芒草、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茭蒿

２０
１０９°１８′４５″Ｅ

３６°５１′１３″Ｎ
Ｗ２５°Ｎ　 ２０　 １２７４

铁杆蒿、菊叶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ｔａｎａｃｅｔｉｆａｌｉａ）

草木樨状黄芪（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ｍｅｌｉｌｏｔｏｉｄｅｓ）、二裂委

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麻花头（Ｓｅｒｒａｔｕｌａ　ｃｅｎ－
ｔａｕｒｏｉｄｅｓ）

３０
１０９°１４′４５″Ｅ

３６°４４′４４″Ｎ
Ｅ２１°Ｓ　 １５　 １２３４ 长芒草、铁杆蒿 蒙古蒿、二裂委陵菜、菊叶委陵菜

注：每个图形代表一个物种。每次拍照后对其中一个物种进行刈割收集。

图１　分种盖度测定示意图

１．３．５　群落多样性指数　用物种丰富度和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来描述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其
中群落物种丰富度是以样方中的物种数量表示；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Ｈ′的计算公式为：

　　　　Ｈ′＝－∑ＰｉｌｎＰｉ （１）

　　　　Ｐｉ＝Ｎｉ／Ｎ （２）

式中：Ｐｉ 为某物种相对多度；Ｎｉ 为群落中物种ｉ的
个体数；Ｎ 为群落中所有物种个体数。

１．３．６　单位盖度生物量（ｇ／％）　为地上生物量与群
落总盖度的比值（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ＶＡ），该值越大说明单位植被覆盖面积上
初级生产力越高。

１．４　数据分析
拍摄的植被（或物种）盖度照片采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６软件进行处理，得到黑白图片后通过Ｉｍａｇｅ－Ｊ软
件处理、计算得到样方群落盖度值［１９］。数据采用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３处理，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不同
退耕年限间或者同一群落不同月份间草地群落地上生

物量、盖度、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参数差异显著性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法检验（ｐ＝０．０５）。用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２．５绘图并拟
合地上生物量与群落盖度间关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退耕草地群落基本特征
黄土丘陵区退耕草地群落年均植物密度为１９７～

３４６株／ｍ２，退耕１０ａ最大，退耕２０ａ最小，不同退耕
年限间无显著差异。退耕草地年均群落平均高度为

２６．８～４０．６ｃｍ，退耕５ａ最高，退耕２０ａ最低，退耕年
限间无显著差异（表２）。群落盖度、地上生物量以及

ＶＡ值均随退耕年限增加而增加，三者均在退耕２０ａ
出现下降，而退耕３０ａ草地盖度与地上生物量最大。

群落高度与群落盖度均和地上生物量呈极显著正相

关关系，但物种丰富度与多样性指数均与群落高度呈
显著负相关性关系（表３）。

２．２　退耕草地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月动态
草地群落盖度随退耕年限增加总体呈增加趋势，在

２０ａ有所降低（５５．７％），其中退耕３０ａ最高（７１．１％），退
耕５ａ最低（４６．１％）。群落盖度月动态无明显趋势，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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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８月相对较高（６１．１％，６３．７％），９月较低（４９．９％）。退
耕５ａ草地群落盖度６月最高，但不同月份间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退耕１０ａ草地群落的盖度６月显著最低
（ｐ＜０．０５），７—９月间无明显差异；退耕１５ａ草地６—９
月逐渐降低，但仅６月和９月间差异显著，９月显著最低
（ｐ＜０．０５）；退耕２０ａ草地以７月显著最低，６月与８月
和９月间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退耕３０ａ草地以８月
最高，６—９月份间均无显著差异。

随退耕年限延长，草地群落地上生物量呈增加趋
势，在退耕２０ａ时出现减少（１２７．２ｇ／ｍ２），以退耕３０ａ
最高（２５０．５ｇ／ｍ２），退耕５ａ最低（１１８．８ｇ／ｍ２）。退
耕５ａ的草地群落地上生物量９月最高，但不同月份
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退耕１０ａ，１５ａ和３０ａ草地
群落８月地上生物量均最高，但各年限的月份间无差
异（ｐ＞０．０５）；退耕２０ａ草地以９月最高，７月显著最
低（ｐ＜０．０５），月份间无差异（图２）。

表２　不同退耕年限草地群落基本特征

退耕

年限

植物密度／

（株·ｍ－２）

群落平均

高度／ｃｍ

群落

盖度／％

地上生物量／

（ｇ·ｍ－２）

单位盖度生物量／

（ｇ·％－１）

５　 ２５１±８２．９７　 ４０．６±１．４４　 ４６．１±４．９５　 １１８．８±１３．０７　 ２．７±０．５２
１０　 ３４６±３７．２５　 ３１．２±１．４２　 ５０．２±１０．０９　 １６４．１±３４．７６　 ３．４±０．５０
１５　 ２３０±２０．９８　 ３５．８±０．８５　 ６６．１±５．６０　 ２３５．６±２３．３３　 ３．６±０．１６
２０　 １９７±１４．６６　 ２６．８±０．７３　 ５５．７±３．２９　 １２７．２±２１．７９　 ２．３±０．４３
３０　 ３２２±２７．０８　 ３２．５±１．３２　 ７１．１±３．３２　 ２５０．５±２０．４３　 ３．５±０．１３

表３　植被密度、群落平均高度、盖度与地上生物量间相关性分析

项目
植物

密度

群落

高度

地上

生物量

群落

盖度

物种

丰富度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

植物密度 １
群落高度 －０．０７７　 １
地上生物量 ０．３７６　 ０．５４９＊＊ １
群落盖度 ０．２０６　 ０．０４９　 ０．６９０＊＊ １
物种丰富度 －０．０１９ －０．４８２＊ －０．１９９ －０．１１６　 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 ０．１１６ －０．５４１＊ ０．０６４　 ０．２２７　 ０．４３９　 １

注：＊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退耕年限月份间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月份退耕年限间差异显著。

图２　不同退耕年限草地群落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月变化

２．３　物种组成及优势种盖度与地上生物量
样方调查结果显示，黄土丘陵区退耕草地群落中

共出现２８种草本植物（表１），其中多年生草本２２
种，一年生草本６种，分属于９科。其中菊科植物最多
（９种），豆科６种，禾本科６种，蔷薇科２种、败酱科、唇
形科、堇菜科、牻牛儿苗科和毛茛科各１种植物。退耕

５ａ，１０ａ，１５ａ和２０ａ的草地群落间物种丰富度无明显
差异，退耕３０ａ出现下降（表３）。退耕５ａ草地群落以８
月丰富度最高，６月显著最低（ｐ＜０．０５）；退耕３０ａ以８
月丰富度较高，６月显著最低（ｐ＜０．０５）。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在不同退耕年限之间无明显差异，退
耕５ａ，１０ａ，１５ａ和２０ａ草地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月
份间无差异（ｐ＞０．０５）；退耕３０ａ草地以８月多样性指
数最高，７月显著最低（ｐ＜０．０５）（图３）。
以各物种地上生物量和分种盖度为依据，选取占比

均为前五的植物作为群落优势植物（图４）。退耕５ａ草
地优势种为狗尾草、达乌里胡枝子和蒙古蒿，伴生种有
苦苣、茵陈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和香青兰等。６—９
月，狗尾草的盖度和地上生物量均呈显著增加趋势，而
达乌里胡枝子呈下降趋势。退耕１０ａ草地优势种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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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胡枝子、铁杆蒿和长芒草，伴生种有白羊草、鹅观草
和菊叶委陵菜等；６—９月，铁杆蒿的盖度和生物量随生
长月份呈波动趋势，而达乌里胡枝子呈先增后降的趋
势。退耕１５ａ草地群落的优势种为铁杆蒿、达乌里
胡枝子和长芒草，伴生种有甘草、茭蒿和草木樨状黄
芪等；６—９月，铁杆蒿盖度和生物量先减后增，达乌
里胡枝子呈增加趋势，二者盖度和生物量均在８月达
到最大。退耕２０ａ草地群落优势种为铁杆蒿、菊叶

委陵菜和达乌里胡枝子，伴生种有二裂委陵菜、麻花
头和草木樨状黄芪等；６—９月，铁杆蒿的盖度和地上
生物量逐渐增加，但菊叶委陵菜逐渐降低。退耕３０ａ
草地群落优势种为长芒草、铁杆蒿和达乌里胡枝子，
伴生有蒙古蒿、二裂委陵菜和菊叶委陵菜等；７月长
芒草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最低，８月铁杆蒿盖度与地上
生物量明显高于长芒草和达乌里胡枝子，９月达乌里
胡枝子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最低。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退耕年限下月份间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月份退耕年限间差异显著。

图３　不同退耕年限草地群落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月变化

２．４　退耕草地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回归分析
由表３可知，草地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间存在

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对所有样方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
量进行回归分析表明（表４），线性、对数、二次和幂函
数回归方程中，对数函数与二次函数的决定系数最
高。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受环境资源限制不可能
无限增长，故认为盖度与地上生物量间存在着二次函数
关系式。对该二次函数关系式计算表明，当Ｘ（地上生

物量）＝４３５．２ｇ／ｍ２时，Ｙ（群落盖度）＝８４．２％为函数拐
点，即地上生物量继续增加，盖度无变化。对该顶点左
右盖度接近最大值的１４个点进行拟合回归直线为Ｙ＝
８４．６０７，说明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间存在两种回归模
式。对盖度值低于７６．０％的６３个值进行相关性及回归
分析得出（表４），分段校正后的回归方程决定系数高于
未校正回归方程，表明校正后的回归方程对二者关系
表达更精确，且线性函数优于二次函数。

表４　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样本量 表达式 Ｒ２　 Ｆ　 ｐ
７７　 Ｙ＝０．１２４　Ｘ＋３６．１２２　 ０．４５７　 ６４．７７３　 ｐ＜０．００１

线性
对数 ７７　 Ｙ＝２７．０２６ｌｇＸ－７８．８３５　 ０．５２３　 ８４．４８７　 ｐ＜０．００１
二次 ７６　 Ｙ＝－０．０００３４７　Ｘ２＋０．３０２　Ｘ＋１８．４７３　 ０．５１９　 ４１．０４９　 ｐ＜０．００１
幂 ７７　 Ｙ＝Ｘ０．１２４＋３６．１２２　 ０．４８３　 ７１．８４１　 ｐ＜０．００１

第一段 线性 ５７　 Ｙ＝０．２２２　Ｘ＋２１．２９９　 ０．５８１　 ７８．８９４　 ｐ＜０．００１
二次 ５６　 Ｙ＝－０．００００８４　Ｘ２＋０．２８６　Ｘ＋１６．５３３　 ０．５８３　 ３９．１６９　 ｐ＜０．００１

第二段 线性 １４　 Ｙ＝８４．６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高大植物对下层植物的遮蔽，掠夺了部分低矮不

耐阴植物的生存空间，导致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
下降，这会促使群落中物种组成不断向更高的物种演

化［２０］，但高度增大会增加植物生长消耗，导致光能利

用率（单位光截获量与生物量比值）降低［２１］。从生长

季内光能利用率来看，中等个体植物更能在有限光能
的冠层中积累更多的生物量，竞争能力更强，易成为
群落优势种。本研究中，随退耕年限延长，群落平均高

度在２６．８～４０．６ｃｍ间波动，物种丰富度和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在５～９，０．８～１．８之间波动，表明中等个体植
物所占权重较大，群落物种数量保持动态稳定。草地
群落高度与地上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主要是
较高物种有更大空间获取光能，往往是群落地上生物

量的主要贡献类群［２２］。但群落高度与物种丰富度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
能与群落中光资源竞争有关，较高植物单位面积光截
获量高于矮小植物，这种光能不对称性加速了物种间

的竞争排斥速率，从而减少物种多样性［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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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Ｌｄ：达乌里胡枝子；Ａｓ：铁杆蒿；Ｓｂ：长芒草；Ｓｖ：狗尾草；Ｇｕ：甘草；Ａｒｍ：蒙古蒿；Ａｃ：茵陈蒿；Ｄｍ：香青兰；Ｇｗ：老鹳草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Ｒｋ：

鹅观草；Ｂｉ：白羊草；Ｐｔ：菊叶委陵菜；Ｈａ：阿尔泰狗娃花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ａｌｔａｉｃｕｓ；Ａａ：沙打旺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ａｄｓｕｒｇｅｎ；Ｃｌｃ：中华隐子草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Ｖｅ：紫花地丁Ｖｉｏｌａ　ｙｅｄｏｅｎｓｉｓ；Ｐｂ：二裂委陵菜；Ｓｏ：苦苣；Ａｇ：茭蒿；早熟禾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

图４　各退耕年限草地群落优势种植物盖度、生物量月动态

４２３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２７卷



　　多数研究表明，草地群落盖度、高度、地上／地下
生物量比、物种多样性等会随演替时间延长而增加，
草地结构不断优化和生产力逐渐提升，说明退耕或封
育利于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１２－１６］。本研究中，退耕

２０ａ草地群落的植物密度、高度和ＶＡ值均最低，盖
度与地上生物量也出现明显下降（表２、图３）。这可
能与演替过程中不同植物对资源需求的类型及其竞

争强度的变化有关，如单贵莲等［１６］对内蒙恢复草地
研究指出演替进行至第１３年后群落盖度、密度、地
上／地下生物量开始下降。苗福泓等［１７］对青藏高原
封育草地的研究得出第６年时出现逆行演替现象。
恢复草地持续演替至中期出现退化的现象，可能与植
物种间竞争加剧以及土壤有机碳、氮消耗过快有
关［２４－２７］。退耕２０ａ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最大，
此时群落中植物种类最为丰富，植物数量多，各物种
间竞争强烈（图２）。植物种类与密度增加将导致对
土壤碳、氮消耗增加，但群落植物凋落或根系周转产
生有机物质的积累速率不足以满足植物吸收消耗的

速率，导致土壤养分供应短缺［２４］。根茎功能平衡理
论认为，土壤资源供应不足将导致生物量更多地向地
下根系中转移，导致地上生物量减少［２５］。也有研究
认为，长期封育下土壤表层大量凋落物累积降低了土壤
有机碳周转率，导致土壤温度升高，土壤入渗与蒸发受
限使得土壤水分有效性下降，都对地上生产力形成产生
负面影响［２６］。因此，有必要对退耕２０ａ草地根冠关系
与土壤养分状况进行系统分析，以及探讨合理的调控措
施对该年限群落物种组成和恢复进程的影响。
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随退耕年限增加总体呈

增加趋势，而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在不同年限间
无显著变化，其中群落中物种丰富度基本保持在５～
１０种，且物种组成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和嵌套现象［２７］。
退耕初期，受过去耕作的影响，退耕地土质疏松、土壤
养分含量少且集中于表层［８］，使得一年生浅根系植物
更容易存活而最先侵入。禾本科植物具有较强的捕
获光和营养物质的能力，使其在恢复演替早期资源丰
富环境中具有更强竞争力［２８］。本研究中，狗尾草６—

９月期间盖度和生物量均逐渐增大，在早期退耕草
地群落中占据优势地位（表１）。随退耕年限延长，狗
尾草消失。铁杆蒿成为退耕１０～２０ａ草地群落主
要优势种，其在群落中的盖度和地上生物量均较高
（５．９％～３４．４％，１５．３ｇ／ｍ２～１４７．２ｇ／ｍ２），盖度和地上生
物量权重分别为１２．２％～６７．１％和１１．３％～５８．１％，
表明铁杆蒿对群落盖度和地上生物量的贡献起着决

定性作用（表１）。铁杆蒿为菊科多年生半灌木草本
植物，具有抗旱能力强、根孽发达、繁殖力强的特点，

使其成为黄土丘陵区草地群落分布最广的物种之

一［２９－３０］。退耕３０ａ后，以禾本科多年生丛生植物长
芒草为优势种，铁杆蒿为次优势种（群落中铁杆蒿盖
度与地上生物量占比为２５．１％和３５．７％，长芒草为

２１．１％和２５．９％），群落盖度、地上生物量、物种丰富
度和多样性指数均达到最大值，群落达到相对稳定阶
段（表１、图４），说明作为优势种的铁杆蒿和长芒草能
大大提高群落盖度和生物量水平。但铁杆蒿和长芒
草的ＶＡ均最低（０．２７，０．３３），其原因是铁杆蒿为半
灌木类，虽然植株较高，但叶片生物量占比较少，生物
量主要储存在茎中，因此铁杆蒿群落盖度值最大时，其
地上生物量依旧在增加。长芒草为多年生密丛下繁草，
叶片生物量的不断累积对盖度影响较小。这是以铁杆
蒿和长芒草为优势种草地群落的盖度不再随地上生物

量增加而增大的重要原因（图５）。

图５　退耕草地群落盖度和地上生物量的拟合关系

退耕草地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关系可反映草

地生态系统的资源吸收交换能力，覆盖度高的群落内
的不同生活型物种组合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往往比覆

盖度低的群落高［３１］。群落高度和盖度与地上生物量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呈显著
负相关关系，说明提高群落高度和盖度能显著增加群落
地上生物量，但降低了物种多样性（表２）。多数研究证
实，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线性
关系和幂函数关系最为常见［３２－３４］。当草地群落盖度为

２１．１％～８４．３％，生物量为１３１．４～２８５．２ｇ／ｍ２时，盖度与
地上生物量间呈极显著线性正相关关系，当盖度值达到

８４．６％，地上生物量高于２８５．２ｇ／ｍ２时，随着生物量增加
草地群落盖度基本不变，说明草地群落盖度与地上生物
量间存在不对称关系的拐点（图５）。根据黄土高原目前
的植被恢复范围和人们对水资源的需要，Ｆｅｎｇ等认为
黄土高原地区地上净初级生产力的上限值为（４００±
５）ｇ　Ｃ／（ｍ２·ａ）［３４］。本研究中，退耕５—３０ａ的草地
群落地上生物量为１１８．８～２５０．５ｇ／（ｍ２·ａ），也有
研究得出黄土丘陵区草地群落地上净初级生产力为

１３１．１～３７０．０ｇ／（ｍ２·ａ）［１２，１４，３５－３７］，均低于 Ｆ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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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３４］提出的阈值，这种差异与研究对象和年限有关，
有必要继续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植被类型间地上生物

量与盖度及物种组成关系进行研究。

４　结 论
（１）黄土丘陵区退耕草地群落高度、盖度与地上

生物量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物种丰富度和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草地群
落盖度与地上生物量随退耕年限增加总体呈增加趋

势，物种丰富度和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在不
同退耕年限间无显著差异。

（２）退耕２０ａ草地群落的植物密度、高度和ＶＡ
值均最低，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显著下降，出现演替中
期退化现象，应适当采取措施以调整群落物种组成，
加快草地恢复进程。

（３）不同退耕年限物种数量基本一致，随着退耕年
限延长仅表现为优势种的更替。退耕５ａ群落以狗尾草
和达乌里胡枝子为优势种，退耕１０ａ和１５ａ以达乌里胡
枝子和铁杆蒿为优势种，退耕２０ａ以铁杆蒿和菊叶委陵
菜为优势种，退耕３０ａ以长芒草为优势种。

（４）退耕草地群落植被盖度与地上生物量间存
在阈值响应关系。当群落盖度低于８４．６％时，地上生
物量随盖度增加快速增加；当盖度大于８４．６％，群落
地上生物量与盖度无相关性。群落盖度８４．６％和地
上生物量２８５．２ｇ／ｍ２可作为黄土丘陵区草地植被恢
复评价和调控措施选择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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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利用研究：以抚州市为例［Ｊ］．开发研究，２０１１
（４）：５９－６３．

［４１］　刘运伟，赵亚玲，廖仕梅．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欠发达

民族山区生态安全动态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为例［Ｊ］．生态科学，２０１５，３４（１）：１４２－１４７．
［４２］　Ｗａｎｇ　Ｚ　Ｈ，Ｙａｎｇ　Ｌ，Ｙｉｎ　Ｊ　Ｈ，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２０１８，１３２：３０１－３１３．

［４３］　陈晨，夏显力．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西部资源型城市可

持续发展评价［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１２，１９（１）：１９７－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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